
响他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 1933 年 11 月福建事变对蒋廷黻思想产生的冲击。之前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下一步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从闽变
之中，蒋廷黻发现，中国人离现代的民族实在太远了。“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
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①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
的破灭，蒋廷黻认为，一切工作都得从起点做起。这个起点就是英、法、俄走上革命前所经过的专制
时期。当然，这个专制不同于满清时代的专制，而是采纳科学和技术的专制，但无论如何，没有对国
家的忠诚，没有牢固的民族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富强是没有希望的，而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没有实现

民主的可能的。
蒋廷黻的近代化史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其西方思想资源来看，当时弥漫于欧美学界的那

种基于对自身历史的总结而诞生的一元历史观，由于其普遍性的需要，对欧美以外的、尤其是落后
国家的历史采取了“摄入”和“扬弃”的办法。用这种历史观观察本国，就会裁剪掉本国历史中难以
解释的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与本土实际的剥离;同时又有一种凌厉的他者视角，冷峻的解剖世界

潮流影响下的近代中国。他这部《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在近代史书写的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完全
是因为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骨骼，将他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寄托到历史之中。这种阐释化的
近代史踩中了当时思想界的痛点，同时又成为迟来的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先声。

①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 80 号，1933 年 12 月 10 日，第 4 － 5 页。

［收稿日期］ 2016 － 01 － 15。

［作者简介］ 左玉河，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① 该著初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1930 年 10 月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记述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联省自治与南北军

阀混战的 30 年间中国政治变化。作者随后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开始从鸦片战争讲起，直到中日甲午

战争。抗战爆发后，作者任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时将武汉大学讲稿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合编，易名为《中国

近百年政治史》刊印( 初由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 1942 年刊印，194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详细记述了从鸦片战

争到北伐战争前后中国近百年政治变化。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文化审视

左玉河
(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①，是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史
学名著。该著宏观鸟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大势，着力抓住近代政局变化的关键点，准确把握近代
政治发展之历史走向，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如阐述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政治
权力下移与汉族官吏地位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新的满汉矛盾，如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观

察民初政局，揭示了革命派、君宪派与袁世凯派相互争斗与分化而形成民初政治演进的基本态势，
等等。除此之外，该著与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模式之特别处，在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
审视中国百年政治史。该著虽名为“政治史”，实则具有更多的文化关怀，将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置
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广阔视野中，从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政治之演进，发

掘政治变化背后的深层思想内涵。因此，该著在中国近代政治大势的书写与政治事件的分析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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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一种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进行文化审视和思想解读的趋向。这种从思想文化变化来深度解读
中国近代政治演变的视角，及将社会心理学引入政治史研究的尝试，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鸦片战争本质的揭示: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变迁，无疑源自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场以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

辱国的《南京条约》为结局的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作者对这场战争意义的分
析，展现了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新观念———从文化的角度审视鸦片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表面上
是因鸦片问题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而就战争的真正意义看，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将鸦
片战争视为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窥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揭示了它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影响

至深的根本所在。这场战争体现出来的，是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观念的完全不同，正
是这些不同产生出不易解决的政治纠纷，导致了中英之间的战争。战争，集中表现了中西根本思想
观念的差异。
中西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 这种差异，体现在国际社会的观念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天

下观念、华夷观念，与欧洲近代民族平等的外交观念之间的冲突;体现在经济生活观念中，是中国传
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怀柔远人及闭关政策，与西方近代重商主义、国际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体现在
法律观念上，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谕旨高于法律、官厅命令可成法例及“连坐”法律习惯，与
西方将法律与命令分开、命令不能高于法律、行为责任只限于当事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① 正因中
西文化观念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构成了连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事件，双方遂终至以炮火相见。
虽然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蒙受莫大耻辱而告终，但导致中西文明冲突

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中西人士之间文化观念的差异依然凸现。中国人依然认定中国为世界文化
之宗，不承认夷人也有什么可成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这次屈辱为

“蛮夷猾夏”;而西洋人士则通过战争“把所谓远东古文明国的实力看穿，以为所谓远东人士的知识
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岛的土人相去不远，所谓远东的文化，只有空空洞洞的虚名，一无足
取，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进展，中国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了;接着在洪杨战役期中，便有
英法联军入京更大的耻辱。”②

作者所作的这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鸦片战争“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多么深刻而精辟
的见解。它不仅说明了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战争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及此后一系列中外
战争的本质内涵。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以这种暴烈的战争方式展开;中西两种文明的交流，以战
争的方式开启并贯穿于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之中。

二、太平军与湘军成败的关键:神道主义与名教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动摇清王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事件，作者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原因、过

程花了很大笔墨加以叙述，但最当关注者，乃是其对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原因的比较分析。在作
者看来，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的军事战略，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
民的政策，及军事兼有政治才干者的缺乏等等，固然是其致败的重要因素，但洪秀全等人的神权主

义无力对抗曾国藩的名教主义，同样是胜败之关键。③ 这是作者阐述太平天国运动最有特色和炯
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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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受基督教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用神权主义动员和组织民众，曾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这种神权主义在天京事变后难以为继，需要加以理论创新。但洪氏仍然利用这种神权来对民众发
号施令，便很难收到初期那样的功效，因而流为一种徒具宗教形式的外壳，丧失了宗教信仰所包含

的精神力量。故作者认定这种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不仅太平军对所谓的皇上帝缺乏真诚的信仰，
而且因其不合于当时多数中国民众对神的观念，故难以为人所真诚地接受。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坚持并仍然坚守这种神权主义，反而冲淡了具有很大煽动性的排满主义，难以赢得汉族士绅及

民众的支持，“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①说明太平天国的思想武器
是软弱无力的。
与此相反，曾国藩及湘军以捍卫儒家纲常名教相号召，动员士绅民众为所谓名教而战。这种名

教主义因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思想根基，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动员受儒家思想熏
习的封建士绅及民众对抗太平军方面，捍卫名教具有极大的功效。作者认定，湘军名教主义是真
的，他们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的要维持名教，从而使湘军保持了一种捍卫名教的精神信仰，

激发了他们誓死对抗太平军的斗志。以真诚的名教主义精神对抗假托的神教主义，是湘军战胜太
平军的强大精神力量。② 这样的观点或许有所偏颇，但从思想深处发掘太平军失败及湘军得势的
研究思路，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三、维新失败原因分析:思想分歧与启蒙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有多种原因，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变法失败有两个深层原因应当予以重视:一是

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儒家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康氏虽然得到了主张“通
经以致用”的开明士人的拥护，但那些“卫道自任”和“假道求食”多数儒家士大夫，将康氏学说视为
妖魔鬼怪而加以痛斥。朱一心、曾廉、叶德辉等人对康氏的攻击诋毁，就是“要尽力把这个渎乱圣
教的妖魔鬼怪扑灭”的表现。二是维新变法的措施，打破了许多人的固定饭碗和得饭碗的机会，引
起了那些“假道求食”者群起反对。③ 思想上的抵触与利益上的争夺，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尽管失败了，但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异常深远。一方面，作者敏锐地看到

它对中国思想所产生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称赞它“给予青年知识界思想上一种刺激”。④ 康有
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在当时起到了疑经、进而疑圣的特殊功效，被作者认定
为“康有为的最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作者敏感地观察到维新变法失败促起了汉满种族恶感之复
活，激化了清廷内部日益严重的满汉矛盾。作者分析道: “原来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已有渐就融
和的趋势。因为变法的原故，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促起满洲人的怀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
结果。从此这个满汉问题非等到爱新觉罗氏弃去皇位，不能解决了。”⑤这就为清王朝的颠覆埋下
了祸根。满汉矛盾遂成为观察清末政局变化的一把钥匙。

四、义和团盲目排外:自尊的国民心理
维新变法失败后，晚晴政局出现了演进中的反动时期。上自太后，下至百姓，那些握有重权的

亲贵、一般士大夫及众多的失业群众，在“自尊”的民族文化心态支配下，出现了盲目排外的言行和
盲目自大的扭曲心理，最终酿成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巨祸。作者对当时朝野上下流行的社会心理进
行了深刻揭示。多数拘于传统历史观念的人，将洋人视为历史上匈奴、契丹，思谋以自己的孔孟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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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感化之，即欲“用夏变夷”。他们抱定民族文化优越感，“都认为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
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①这种所谓“民族的自尊”，虽为民族立
国之要件，但在当时实为“愚蠢可怜之极”，并不值得推崇。
正是从这种民族文化自尊的心理出发，朝野上下产生了普遍的积愤心理。作者分析道:“这种

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

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
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②这种
普遍的积愤心理，构成了“愚而可恕”的国民心理，影响了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内外政策，酿成了
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之祸。这种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政治后果，是
相当有见识的。

五、革命与立宪的激战:革命思想强势背后
论及清末政治变迁，难以回避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围绕立宪与革命而

展开的思想论战。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对清末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及其思想作了阐述，对国内及留日
学生界思想状况作了梳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分析。但作者着力最劲处，当在革命派与立宪
派之思想论战。尽管《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主要在“三民主义”上，但当时一般读者最
感兴味者，却是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作者研究后断言:论战的结果是《民报》势力确实在《新民
丛报》之上。
为什么论战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作者所作的分析颇为精彩。首先，就论战文字上看，梁启超的

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
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
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其次，就当时青年的心理上看，青年是喜
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则与
此相反。再次，就双方议论的思想内容看，《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 《新民丛报》则以
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故梁氏之论被读者认定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因此便
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最后，就论战指陈的事象说，梁氏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战必自生分裂，
彼此争权，乱无己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尚未成为事实，人们尚未

看到;而《民报》所描写的满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及排汉的险恶，则是当时确凿
的事实，人人看得见，故青年自然会赞同《民报》的意见。③

正因这样四个方面原因，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声势便没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浩大，更多的青

年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作者将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引入政治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和可贵的探索，对于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作用甚大，也为后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史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六、观察政局变动的新视角: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虽然治中国近代政治史，必须关注政局及政治势力的消长变化，但作者高出一般史家之处，在

于尝试从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审视政局变化，并观察各政派对这种社会心理的顺应与利用。以往
研究者关注革命党人及各地的排满革命思潮，但对于满人普遍存在的排汉思潮关注严重不够。作

·31·

史学史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195 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196 页。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246 － 247 页。



者用了很大篇幅，着力分析满人排汉心理及其排汉思潮产生的情况。自从满洲权贵刚毅说出“汉
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口诀以后，排汉的精神已经在满洲亲贵心中扎下根; 立宪运动兴起
后，满人处处带着排汉的有色眼睛来审视，由此激化了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① 荣庆与张百熙之
争、奕劻与瞿鸿玑之争、袁世凯与铁良之争，在权力争斗的背后，隐含着残酷的满汉冲突。满汉官僚
相忌争斗如此严重，预备立宪遂变成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了。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载沣监国，并
立即罢逐袁世凯，皇族揽握兵权，成立皇族内阁，更将满汉矛盾激化到了顶点。这种矛盾导致立宪
派大失所望，转而与革命派联合，挟裹着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实力派加入到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辛亥

洪流中。
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民初之所以迅速败亡，就在于其野心膨胀复辟帝制。复辟帝制不仅导

致进步党人的离异，而且造成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作者着力对抵制帝制各派及民众社会心理的
变化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一般民众向来不问政治，但到了其感觉痛苦时，会表示出消极的反对。
国民心理在民元时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以求安居乐业，袁氏就是利用民

众此种心理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民众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官

吏的削刮、军人的野蛮更加严重，遂导致“民心”的变化:“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
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

来了。”②

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全赖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系于袁世凯，但作为北洋系柱石的段祺瑞、冯
国璋、徐世昌等人对待帝制活动的心理差异很大。这种与袁氏复辟帝制不同的心理，导致了北洋系
内部的分裂。徐世昌的心理是:若在共和的名义之下，替袁氏做一辈子国务卿是很高兴的，若向袁
及其儿子称臣，面子上难过，故消极反对;段、冯的心理是:若论地位、资格，称臣原无不可，但都认为
时机太早，取得新朝封爵的欲望，远不如取得继承总统的欲望强烈。③ 故两人对复辟帝制同样表现
消极，因而削弱了北洋军界要人的拥袁诚意。这种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变化来理解政局演变的新视
角，不仅对深刻理解民初政局及其走向是有益的，而且对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也是可资借

鉴的。

七、缺乏为国家谋利益的诚心:军阀混战的本质
反袁的护国战争旨在倒袁，但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失去统率的首领，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并致南

北各方地盘割据思想的潜滋暗长，出现了军阀割据、南北分立的混乱局面。政争不断，战争连绵，其
根本原因何在? 作者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窥破了民初政治乱象背后的本质，大胆断言:在于各方均

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这种结论，作者在分析袁死后南北之争质时作了初步揭示:它表面是法统之
争，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势力的角逐，是政治权力的争夺;“新旧约法的争议表面上是护法，实际上还
是政治上的势力问题。”④

作者继而在对北洋首领段祺瑞思想分析时集中作了阐述。在 1918 年直皖政争失利后的辞职
通电中，段祺瑞表现出未将国家观念置于党派利益之上的“褊狭的精神”。段氏在通电中认定北洋
军阀是中国惟一的势力、惟一的拥护者，离了北洋军阀便无中国，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偏执的说法。
段氏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却忘记了他自己曾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
正大的行为;段氏责备冯系军人不应该自相内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却忘记了他自己假对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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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段氏指责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
国亡种而后快启，却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先自甘为日本的傀儡，惟恐灭

国亡种之不速。① 段氏当国期间，秘密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以西原借款用于对西南内战，编
练参战军并将其变成皖系掌握的私产。作者对段氏言行入木三分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段氏为首的
北洋军阀根本缺乏国家观念，所争者仅为团体之私利。
南北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以结束南北纷争局面，但南北和议谈了一年多而难以解决一个

护法争议问题，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段派北洋军阀的作梗，二是徐世昌不愿放弃总

统职位。但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
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北方的新国会固然为一般舆论所不满，南方的旧国会也未见得为一般舆论
所拥护;北方的毁法固然不是，南方的护法也未见得尽出于真心。总括一句话，就是此时南北两方
都为军阀政客的地盘欲、权利欲弄得四分五裂，把国家的公共利益问题，都丢在九霄云外去了。”②

正因缺乏国家观念，随后热闹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必然陷入失败的命运。在他看来，失败原因
就在于:“因为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
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

据地盘的掩护工具，所以‘联治’二字的声浪虽然震动得很远，终究遮盖不了南北军阀混战的炮弹
轰击声。”③这是何等真切的观察，又是何等沉痛而无奈的叹息!

八、从社会思潮的视角审视政治变动
该著虽名曰政治史，实则对社会思潮给予相当的关注。在阐述孙中山晚年领导的国民党改组

的意义时，作者用了较大篇幅考察了民初社会思潮的演变及社会心理变化，对国民党改组的思想及

其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思潮，辛亥以前集中于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标
举三民主义，但多数会员的思想都集中于狭义的民族主义，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故取得

推翻满清的结果。推翻满清之后，一般社会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
居乐业的和平，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所讨论的是总统制好呢，还是内阁制好? 简单地说就只是

改制。此时列强压迫不太突出，民生的穷困不显著，民众所感觉比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复活与否的
问题。故民初中国的社会思想处于僵冻状态中，“所有的政论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与一般社会不
生多少关系。”④

但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思想界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得到了巨大刺激。国内方面，是《新青年》
派的文学革命;国外方面，是俄国的社会革命。由文学革命扩大到新文化运动，俄国社会革命的大
风浪震动了世界，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主义及各种新思潮竞相涌入，中国社

会思想发展了巨大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影响到社会政治活动上，就是出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产生
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罢工风潮，以及国内知识界对苏俄表示友好。中国社会思潮中形成了一
种新的国民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精神，简单的归纳起来，便只希望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
义。”⑤这些社会思想因素为国民党改组后形成联俄、容共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种从
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度解读国民党政治方针转变的研究视角，对于理解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甚为重要，

也同样为后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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